








题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它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说明了研
究和开发海洋的重要性。





社会经济史作为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方向, 广纳来贤, 撰写系列博士学位论文, 进行学
科建设的实践。江西高校出版社把这一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组合为 “海洋与中国丛

















研究, 把眼光转到海洋史的角度, 这或许由于生活在沿海环境中, 或许也包含了他对
当时热烈讨论中的 “黄土文明”与 “蓝色文明”的独立思考。在探究中他逐渐认识到:
海洋史研究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被付之阙如, 在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中, “天圆地
方”的观念意味着对海洋的漠视, 某些统治者视海洋为 “化外”, 为 “水之浒”, 或称
“水沙漠”, 可以视而不见。于是, 正统学术中绝少有关海洋史的推究, 即使有一些有
关海洋的描述, 也大多谬误百出, 贻笑大方。有些人便因此用西方近代海洋文化的概
念否认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 提出 “大海, 在中国没有主体”¹。实际上, 中国海洋文
化的传统源远流长, 只是一直没有进入 “主流文化”的行列, 但在沿海民间社会, 有
关的口碑资料、习俗和传说却向人们呈现出丰富的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信息。也有人
用 “海洋农业文明”来概括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º。杨先生则认为, 西方近代
海洋文明与东方传统的海洋文明, 不具有可比性, 而且, 以西方的指标评判东方, 亦
不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俗套。他提出: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 海洋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历




发展动力, 并从索取利用型向保护增殖型转化。过去的国家可以是封闭的, 而如今, 任
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于国际影响之外。倘若我们同意把21世纪看成是海洋经济发展





º 宋正海: 《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17 页。
倪健中、宋宜昌主编 《海洋中国: 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第三册, 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 1997 年版, 第 1594 页。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认识到海洋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具体实施海洋史研究时, 杨先生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学术积累, 又注意把握海洋










系统。”并特别指出: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必须把海洋发展作为国策, 有向海洋开放
的经济社会文化运作系统。比如英国, 是近现代的海洋国家, 一度是全球最大的海洋
国家, 但在古代并非如此, 只是一个相当闭锁的岛国。中国在宋元和明前期, 可以算
是一个海洋国家, 但后来官方从海洋退缩, 丧失海洋国家的地位, 而迟到本世纪 80年
代, 海洋发展成为基本国策, 才重新跻身海洋国家的行列。”说到 “海洋文化”, 他认
为海洋文化是和陆域文化相对应的人文类型, 但海洋文化可以呈现出不同模式, 本身
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他认为, 把史籍中的 “以海为田”的 “田”理解为农业, 是传统
农业思维观念所致之失误, 实际上如 “以海为田, 滨海之人渔佃为生”, “以捕鱼为业,
海即其田也”; “以船为家, 以海为田, 以贩蕃为命”中的 “田”都不是指农业, 而是


















个宏大的研究框架, 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无法一蹴而就。因此, 他要求弟子各择其
所擅长, 从不同研究方向选取一个子课题, 以明清时代这个中外海洋发展道路出现歧
异的时期为中心, 进行具体研究, 做学术积累工作。罗一星博士选取沿海乡村城市化
的课题, 出版了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 刘淼




在这套丛书中, 杨国桢先生的 《闽在海中》是对福建海洋区域的全面研究, 构建
起此套丛书所研究各方向的总框架, 涉及经济、航路、移民、社会、人物五个方面。本
书要旨可总结为: 闽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 沿海的闽人以海为田, 闽西北的人们亦从
容地走向大海, 他们不仅在沿海走南闯北, 而且更远涉东、西洋, 谱写了一曲曲认识
大海、开发海洋的历史华章; 汉人入闽适应了海洋环境, 为中国海洋文明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 16世纪以后, 在西方海洋势力东进的大背景下, 福建的海洋活动又滋养了中
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文明因素, 步履维艰地向近代转型; 闽人在开发海洋过程中,
涌现出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俊彦, 为福建海洋文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明代沿海








检讨了商人行为: 16世纪中叶以后, 中国被动地纳入了世界市场体系, 从内陆走向沿

























综上所述, 首批出版的四册彼此关连, 从在海中的闽人扩展到沿海地区的人们, 从




















互整合, 彼此交融。中国文明在远古时代就与环太平洋文化有了互动, 周秦、汉唐, 中
央欧亚草原 (从中国的东北到欧洲的匈牙利) 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大动脉, 而南
海交通也悄然兴起; 宋元以降, 西欧 “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 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
海域圈 (北自日本、朝鲜, 南达东南亚诸国) 与阿拉伯人主导的西亚传统海域圈互动,
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 明清中外海洋势力在南中国海接触和碰撞, 海外移民潮不断成
为国际移民中一股强劲的力量。这些说明中国人并非只是“望洋兴叹”, 而是有所作为。























» 参见 《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 第 204—205页。










提出创建 “沿海学”, 认为这样做, “中国的海洋性传统”都未得到应有的呈现, 它们
仍然未跳出传统农业主流文化思维的模式,甚至实际上是否定中国海洋性传统的存在。












射力有限, 但在农业社会经济衰落的时段, 它经常显露出活力, 补强中国社会经济, 是
农业社会经济 “大传统”下的一个 “小传统”( “次传统”)。由于这个 “小传统”的存
在, 才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驱动力, 并不断加重自己的经济
能量和社会能量, 迈向现代化。因此 “把海洋社会经济视为独立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














面, 着重考察海洋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 加强对海洋社会经济变迁 (正常发展或扭曲








民间海洋经济传统的时候, 并不是一味地予以全盘肯定, 他理性地认为, 中国海外移
民的商贸网络是以小资本、分散经营的民间经济组织为基础的, 它适合中国海商个体


















» 《海上人家》, 第 192页。
参见 《闽在海中》, 第 164 页。
《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 第 21 页。









































性, 这就使得这个学术团体具备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其次,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子因为






















　　 〔作者王日根, 1964年生, 教授,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宋立, 1953年生, 副
教授,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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